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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政治科学》学术顾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半年,在冲击国际秩序同时也冲击了国

际理论。学界普遍使用的体系层次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当下国际关系的变化

趋势。体系、结构、制度、规范、地缘、文化、互动这些体系层次的变量,在微

观上无法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不再继续美国政府自二战结束以来依靠同盟

的战略原则? 为何欧洲国家从防范德国军事强大变成鼓励德国加强军备建

设? 在宏观上,这些变量无法解释为何全球化进程转向了逆全球化? 为何

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决策者作用的角

度分析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在此我想讨论一下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问题。

环境和决策者何者有决定性作用?

体系层次理论失灵,使人们联系到争论了几十年的结构 施动者(struc-

ture-agent)问题。有关结构 施动者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而未达成共识,其

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施动者”这个概念未明

确是决策者还是国家,即没有明确是人还是组织机构。长期以来,国际关系

学界将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决策者都视为“国际行为体”,即施动者。

这就使得我们难以明确“施动者”是否有主观能动性。决策者是人,有主观

能动性;但机构不是人,就没有主观能动性。在相同结构的条件下,人有主

观意识因此可能采取不同的行为;但机构没有,于是研究者假定它们在相同

结构里必然做出同样的反应。当施动者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构,于是结

构决定了施动者的行为,还是施动者自主行为改造了结构,就成了争论不清

的问题。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将施动者定义为决策者,我们就能解释为何

在相同环境下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外政策不同,而如果施动者定义为国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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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释。

将“施动者”界定为决策者而非国家,有助于创建既能解释古代也能解

释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
 

“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它

都是个人或家族的私有物品。由于国家最高决策者或其家族是国的所有

者,因此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服务于决策者个人或家族的执政利益。中国

古代的和亲政策和欧洲国家的联姻政策都说明历史上国家间的关系其实是

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不过是决策者运用国家机构这个工具的外

在行为表现。对外政策服务于决策者个人利益的现象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也

未完全消失。一些国家还在实践着对外政策服务于决策者个人利益的原

则。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内塔尼亚胡进行战争是为了保住其权力。

这种看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将“施动者”界定为决策者,还有助于简化结构和施动者的关系。当施

动者仅限于决策者时,“结构”这个概念就包括了国际和国内两个环境的因

素。国际环境包括了国际格局、战略关系,地缘环境、国际规范等,而国内环

境因素则包括了政府机构、社会结构、政党政治、民族文化等。如果我们将

国内外环境比作剧场的台前和台后的环境,决策者就是舞台上的演员。舞

台、灯光、音响、道具、乐队、观众都会影响演员的表演效果,但最具决定性的

因素还是演员自己的表演能力。同理,国内外环境因素对决策者有约束作

用,但有的决策者受环境约束大,有的则不顾环境约束,有的甚至改变环境。

以决策者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可以解释结构发挥作用是因决策者而异的。

政权更迭导致对外关系全面转变是常见现象,可以支撑这种理论范式。

分析层次是方法还是事实?

创新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打破分析层次的禁锢。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国

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的概念,为我们区分变量的层次提供了一个有用的

思维框架。不过,他认为个人分析层次的变量只能用于政策分析,无法用于

理论建设,这个观点似乎有待商榷。三个分析层次是一种思维框架,它并不

意味每个客观因素只能属于一个分析层次。有些因素是可能同时属于两个

分析层次的。例如,世界领导就具有体系和个人双重特征。在建立雅尔塔



编者寄语 Ⅴ    

体系这一事务上,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人构成一个联合的世界领导。

作为世界领导,它属于体系分析层次,但作为三个决策者,他们也属于个人

分析层次。以具有体系和个人双重特征的施动者为自变量,则有可能创造

出新的理论范式,且可能创造出解释力更强的理论。

为了增强理论的科学性,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者专注于体系层次的因素,

低估了决策者的作用。地缘政治分析是典型的用体系环境解释国际关系的

理论范式。例如,人们经常以自然资源匮乏为由解释一国的对外侵略行为。

然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有的国家进行战争,有的

国家不进行战争,还有的国家有时进行战争有时不进行战争。自然资源匮

乏是常量,解释不了战争发生与否,决策者是否决定用战争方式掠夺他国资

源才是真正的原因。笔者并不反对以体系层次因素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

而是认为应将体系因素与决策者结合起来思考理论建设。将体系环境与决

策者结合起来的理论建设,需要明确两者的关系,而且要防范相互塑造的假

定,因为相互塑造的说法并不能说清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特朗普对印度增

加50%关税导致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此事明显是决策者改变体系环境,

而非相互塑造。

跨分析层次的理论建设,需要根据环境和决策者的不同作用确定他们

的作用次序。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环境因素设定了决策的情景空间,这

发生于决策之前,因此理论范式可将环境的作用置于决策者的作用之前。

这样做既解决了环境与决策者的关系,还明确了决策者作为的范围。例如,

先以实力结构确定两极格局里超级大国的竞争是零和性的,再以决策者的

利益偏好和策略偏好解释竞争策略的选择。鉴于环境作用在先,因为它是

设定决策条件的,决策者作用在后,因为他是选择行动方案的,因此,将既定

的环境视为常量,决策者就可以作为理论的核心自变量了。体系层次的因

素是国际环境,国家层次的因素是国内环境。两者对决策都有限制作用,但

从决策者的执政利益角度讲,国内因素的影响力大于国际因素。

如何研究决策者?

由于体系层次的理论失灵,学者们开始思考应将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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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人的因素转向人。这是个非常合理的思路。国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

的关系,判断国家利益的是人,决定用何种方法实现利益的是人,决策者和

执行者是人,战争中相互残杀的是人,进行贸易合作的是人,国际领导者和

国际追随者还是人。在确立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明确国

际关系需要研究哪类人。作为研究对象,“人”可以指大众,也可是官僚,还

可以是决策者。大众是以国内社会为单位的人,官僚是以政府为单位的人,

从分析层次角度上讲,这两者都属于国家分析层次。然而,国家的对外战略

决策并不是由大众或普通官僚做出的,而是由极少的几个高层决策者做出

的。因此,笔者以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以决策者为研究对象,可将大众和

官僚的状态视为国内环境因素。

当前,以决策者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面临着一个争论,即决策者是一个

人还是几个人? 心理学研究多是研究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这与很多古代的

思想家强调最高统治者作用的思路一样。然而客观情况是,国家对外战略

通常是由几个核心人物商量后做出的。所谓“明君贤相”的说法就是几个人

的概念。笔者认为,将决策者视为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几个人较为合理。

这虽然增加了以决策者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但其优势是可依据决策成员

的分歧解释政策的摇摆性,而政策摇摆性是一个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与

决策者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分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决策者进行分

类。分类是理论科学化的必由之路,因此这一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决策者

分类已经有很多种,特别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从微观角度对决策者类型的研

究,细化了类型但缩小的适用范围。从研究国际领导类型的角度讲,宏观分

类会比微观分类能适用的历史范围更大,因此笔者认为国际领导的分类宜

侧重宏观分类。

创建以决策者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要不断地观察现实国际环境的真

实变化,要以能解释现实为原则。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所创造的理论就可能

缺乏可靠性,甚至缺乏必要性。一些基本问题是,决策者是如何影响国际秩

序的? 环境对决策者的限制作用需要什么条件? 观念影响决策者战略偏好

的机制是什么? 国际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互动机制是什么? 国际领导形成的

条件是什么? 鉴于决策者的权力还源于社会群体,如党派、阶级、种族、政

府、国家、国家集团,因此这种理论范式首先得确定决策者的身份。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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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再分别从环境、利益、偏好、观念、心理等不同角度研究决策者的行为

规律。

创建决策者理论范式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的,需要研究的问

题非常多。然而研究的人多了,就能深入我们对决策者作用的认识,甚至取

得范式性重要成果。希望体系理论范式失效的现象能激起学界对于决策者

理论范式的研究兴趣。本篇寄语的观点很不成熟,在此借《国际政治科学》

这个理论学术平台,与学界同仁共同讨论理论范式创新的问题。


